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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也需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

宝贵遗产。”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史，在长期的治吏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廉政教化

机制。弘扬中华文明重视廉政教化的优良传统，借鉴中国古代廉政教化的有益做法，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营造浓厚廉洁氛围，无疑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入仕前的廉德养成

抓早、抓小是中国古代廉政教化极其鲜明的特征。“学而优则仕”，读书、考试与做官是一个有机的

整体，将廉政教化关口前移至官员读书求学阶段，以收幼学如漆之效，从而为日后从政打下厚实的廉德基

础。主要通过对教学内容与考试内容的控制来保证廉德的养成，并形成制度。

教之以儒学。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以后，儒家学说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

统治思想，儒家经典也成了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太学者……教化之本原也”的思想指导下，自汉至清，

《诗》《书》《礼》《易》《春秋》即“五经”一直被钦定为官学的正规教材，宋代以后又增加了《大学》

《中庸》《论语》《孟子》即“四书”。以儒家经典作为教材，意在寓廉德养成于知识学习过程，在不知

不觉中养成君子品德。儒家学说强调人的德性修养，其中许多思想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一是为

政以德。德与法虽同为治国之二柄，然相对而言，德更具有基础性作用，正如白居易所说：“虽有贞观之

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中国古代特别重视道德这种“内心立法”的建设。二是克己

自省。德如此重要，如何培育德呢？克己自省就是修养之路。孔子讲“克己”“修己”“自戒”“自

讼”“自责”“约”，孟子强调“养性”“养身”，宋明理学家主张“尊德性”。三是慎独。《礼记》说：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头顶三尺有神灵，无论如何隐瞒都难逃天神明鉴。四是修身。

儒家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品德修养和仕途晋升的规律，强调

从我做起，从养德做起，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五是崇义。在义利关系上，儒家强调“义以

为上”“先义后利”，主张“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反对“见利忘义”。六是贵廉。孟子高度重视廉

耻的重要性。《礼记》说：“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七是重民。孔子主张爱民。孟子认为“民为贵”。

《尚书》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八是成仁。儒学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当道义

遭到邪恶亵渎时，鼓励人们勇敢地维护道义，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

有杀身以成仁。”总之，儒学经典中饱含了深厚而丰富的道德修养思想。以儒学经典作为必修课程，有利

于让学子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高尚道德熏陶，培育君子人格。



考之以廉德。中国古代将儒学经典以及有关廉德的内容列入考试范围。汉代太学的学生必须精通一经，

经考试合格后授以官职。隋代首创科举考试，秀才、明经、进士诸科并立。隋唐明经科的考试内容出自《礼

记》《左传》《尚书》《周易》《诗经》《周礼》《仪礼》《论语》《孝经》等儒学经典。明经又因所考

内容，分为三经、五经、三礼、三传等类。明经通常考三场，先考贴经（类似填空），次考墨义（类似默

写课文），最后考时务策（类似时政）。元朝考试在“四书”中选题，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答案。

明清时期的乡试、会试，命题只准用“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将儒学经典列入必考范围，既是其作为教学

内容的逻辑必然，又可以通过考试这一刚性的制度约束保障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有助于打牢日

后廉洁从政的道德根基。通过鼓励办学推进廉政教化，使廉政教化与学校教育融为一体，实为中国古代教

育的一大特色。

入仕后的廉政教育

官吏上任后，手握或大或小的权力。其廉洁与否，会直接造成不同的施政后果。因此，进一步加强廉

政教化显得更为迫切。

常训诫以收春风化雨之效。首先对新任官吏，皇帝常亲自接见，谆谆告诫。如洪武元年（1368 年），

朱元璋新选了一批守令前往中原任职。临行前，他在发给守令们一定数额养廉银的同时，一再叮嘱他们“简

役省费”“劝孝励忠”，争做“循吏”，切勿“渔民以自利”。他还推心置腹开导来朝的地方官，“若移

其作奸之心以为善，何事不成？国家俸禄如井泉，汲而不竭。彼不思守法以保之，虽积钱充屋，一旦事觉，

皆非己有”，提醒百官“鉴彼前非，勉于为善，则永安禄位矣”。其次通过送箴言、刻石铭、著书立典、

谈心等方式劝谕官吏。五代十国后蜀君主孟昶曾给地方官吏 24 句箴言。后来宋太宗摘录其中“尔俸尔禄，

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句，亲手书写，赐给州县，立于衙门大厅，称为“戒石铭”。朱元璋

甚至将自己的日常训辞编入《大诰》。一些帝王与股肱之臣促膝交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吴兢《贞观

政要》记载了唐太宗与大臣们的一次谈话，令人感慨：“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

贵。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兢兢业业，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



自身常得欢乐。……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最后要求各级官吏特别是

朝廷重臣管束好子女。唐太宗认为，功臣子弟多是凭祖、父之荫而得大官，很少有才行，因此，他反复劝

告大臣们约束子女。明太祖朱元璋鉴于诸子们生于后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百姓

之劳苦的现实，带着皇子们深入村头农家，体验农民们吃粗粮、住茅棚的艰辛生活。

表循吏以弘清正廉洁之气。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嘉奖良吏，传播正能量。如开皇元年（581 年），岐州

刺史梁彦光治州有方，“廉慎之誉，闻于天下”。隋文帝颁令全国，予以表彰，又奖励小米五百石，赐御

伞一把，以资鼓励。又如明初山东济宁知府方克勤清廉爱民，被省宪考为“六府之最”，朱元璋也夸他“善

治民”，遂“赐宴仪曹”，倍极荣幸。为廉吏立传也是中国古代的优秀传统。二十四史中关于循吏、良吏

的传记，宋人费枢的《廉吏传》，都是为清官们立下的德政碑。

惩恶吏以肃贪污不法之风。中国古代善于运用反面典型进行廉政教化。宋太宗时，侍御史赵永嗣隐没

官钱，被处弃市极刑。宋太宗及时抓住这一典型，下诏各道转运使将此案“布告州官以儆郡吏，揭于所居

官舍之壁”。乾隆十八年（1753 年），黄河决口江苏铜山境内，灾情惨重。当听说河款有被侵贪嫌疑时，

乾隆震怒，立即下令严查，结果很快证实治河拨款积年亏空十万余两银子！事实查明，乾隆下令将主要责

任者何煨、张宾在灾区当众处决，其他治河官员革职治罪，勒令历任治河官员一年内如数补齐亏空的巨额

银两，否则处斩。乾隆查处本案动作迅速，公开处理，震动极大。

作表率以净官场政治之态。在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下，最高统治者的一举一动在官场都有着巨大的示范

效应。在历史上以节俭著称的隋文帝努力克制自己的物质欲望，凡穿的衣服，用的物品，坏了即补，补好

再用。他禁止地方向朝廷敬献珍玩犬马，还将乐工全部遣散。流风所及，连后宫嫔妃们也不涂脂抹粉，国

内男子都以穿布帛为荣。此外，一些封疆大吏如海瑞、于成龙等自持清廉，也或多或少净化了官场政治生

态。

中国古代的廉政教化将入仕前的廉德养成与入仕后的廉政教化一以贯之，有着“随风潜入夜，润物细

无声”的功效。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一些缺憾，但也确曾培养出了不少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执法如山、为民请命的清官廉吏，其精华值得珍视和借鉴。


